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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母親對食品安全相關之政府信任及風險

感知與其採用避險行為之路徑分析： 
以台北市某教學醫院為例

丁心恬1　簡伶朱1　江椿彬2,3　陳怡樺1 
賈培娟1　莊媖智1,*

目標：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有六歲以下嬰幼兒之母親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以及食安避險

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及探討社經地位是否為三者關係之修飾因子。方法：研究樣本來自台北某

一教學醫院439位有六歲以下嬰幼兒的母親，以一對一面訪的方式收集資料，其食安避險行為
包括購買當季蔬菜和注意食品添加物。分析方法使用路徑分析進行多變項分析。結果：母親對

於政府的信任提高會降低對食安的擔憂程度、嚴重程度以及採取食安避險行為的機率，而擔憂

程度提高則會提高採取食安避險行為的機率，但自覺障礙提高反而會減少採取食安避險行為的

機率。多群組分析結果顯示，社經地位中的教育程度指標為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以及食安

避險行為三者關係之修飾因子。結論：在面對食安風險時，母親的政府信任確實會影響食安風

險感知與食安避險行為。建議未來政府在處理食安風險時，應更注重治理方式以增進民眾對政

府的信任與針對不同族群採取不同的風險溝通方式。（台灣衛誌 2022；41(1)：36-50）

關鍵詞：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母親食安避險行為、社會經濟地位、修
飾因子

原　著

前　　言

食品安全（以下簡稱食安）在台灣社

會中一直是個重要的健康相關議題，根據行

政院統計[1]，台灣食安事件類型大多屬於
過期改標、非法添加化學品、殘留超標等

等。食安對一個國家的人民健康和經濟至關

重要。政府作為一個處理公共事務的角色，

如果食安事件突然爆發但處置不當，像是在

食品風險方面沒有妥善溝通或是隱匿實情，

就會引起民眾恐慌，並且對政府產生不信任

感[2]。針對過去多項食安事件，有民眾反
映政府處理速度緩慢、對外訊息不夠公開透

明，使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對食安

的擔憂逐漸提高[3]，這顯示了民眾的政府
信任對於其風險感知和食安行為影響的重要

性。在人們認為食品消費風險高且對政府表

示不信任的背景下[4,5]，分析消費者的想法
以及在日常購物行為中食品的選擇策略可以

了解如何改善現今的食安政策。然而，不管

是國內或國外的研究，較少探討食安相關的

政府信任以及風險感知對自我採取避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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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也未深入全面瞭解三者之間的關

係，故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一為：探討有六歲

以下嬰幼兒之母親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

以及食安避險行為之間的關係。

許多過去研究顯示，當民眾不信任政

府時，會提高他們的風險感知、覺得與食

安相關的風險很嚴重。例如一篇義大利的

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感會

提高對在汙染地區生產的食品的風險感知

[6]。在這些過去研究中，常用三種指標來
測量風險感知，包括自覺罹患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自覺嚴重性（perceived 
s e v e r i t y）以及自覺障礙（p e r c e i v e d 
barriers）。如果人們認為自己受到風險侵
害的可能性（自覺罹患性）很高、認為風險

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自覺嚴重性），則

他們將會採取避險行為[7]。但是，如果人
們認為從事避險行為的過程中存在重重障礙

（自覺障礙），則他們可能不會採取避險行

為[7]。台灣的研究發現，食安風險感知提
高會使人們避免食用含添加劑的食物[8]。
另一篇研究發現，消費者因為缺乏對魚類的

知識和了解，當在選擇魚類時遇到很多困難

時，就會減少吃魚的行為[9]。避險行為又
可分為政府建議措施以及民眾自行採取的行

為，兩者和政府信任的關係會呈現相反的趨

勢。在政府建議措施方面，比較信任政府的

人更可能接受建議的措施（例如施打疫苗）

[10]。但是在自我採取的行為方面，如果對
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就是越相信政府會提供

保護，則民眾會傾向不自行採取避險行為

[11]，像是在食安研究方面，當消費者對政
府風險治理的評價更為正面，則他們更有可

能對食安持正向態度，而傾向於不會自行採

取避免風險的措施（例如：購買有機食品、

仔細閱讀食品標籤等等）[12]。本研究探討
的是民眾自我採取的避險行為與風險感知、

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像是購買當季蔬菜和

注意食品添加物。

人們對政府的信任、食安風險感知以及

食安避險行為的關係會因為社經地位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過去大部分研究多使用收入、

教育程度和職業狀況來衡量一個人社經地位

[13,14]。先前的研究顯示，社經地位高的人
能夠獲得更完整詳盡的訊息資源[15]，故會
質疑食安監管體系的可靠性[16]。因此，當
食安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的風險感知會大

為提升。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的意見，認為

社經地位高的人因為擁有購買更安全、更昂

貴食品的能力，而較不需擔心食品風險，像

是一些較高收入的人會購買比較昂貴的有機

食材，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來減輕

風險，而無需再擔心食安問題[15,16]。根據
先前有限的研究結果，社經地位做為政府信

任、風險感知和避險行為關係之修飾因子呈

現不一致的方向性，因此本研究雖然假設社

經地位在食安相關方面之修飾作用，但並未

假設其方向性。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二為：檢

驗社經地位是否為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

以及食安避險行為之間關係之修飾因子。

除了政府信任、風險感知之外，還有

其他會影響食安避險行為的因子。社會人口

學特徵對消費者的食安行為產生了很大的影

響。在年齡方面，年齡越大的消費者越可能

表現出避險行為[17]。在教育程度方面，受
過良好教育的消費者更可能關心食安，也會

把食安事件看得更為嚴重[18]。收入是影響
消費者購買安全食品的重要因素之一，收入

較高的家庭通常有更高的購買能力，因為安

全食品的價格通常會比一般食品貴上許多，

故收入高會提升購買安全食品的能力[17]。
在工作狀況方面，有工作的母親由於繁忙的

日程安排，因此會為了便利性所以比較不會

從事避險行為[19]。有宗教信仰的人其消費
行為通常會與所信仰之宗教的道德觀與原則

相符合，進而影響消費決策[20]。有家人患
有食物過敏的消費者通常也會有較高的風險

感知和較常採取避險行為，有研究發現，

患有食物過敏孩子的父母比較不會購買標示

「可能含有過敏原」標籤的食物[21]。過去
的風險經驗也會影響到避險行為的產生，在

食安方面，過去對食源性疾病的經驗導致了

更高的食安關注度和風險感知[22]。自覺健
康是多數研究使用的重要健康指標，在食安

的研究中發現，自覺健康越好的人，越常

閱讀食品標籤，表示越願意採取避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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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食品相關知識越充足的民眾，越能分
辨食品風險的高低，因此有較好的避險行為

[24]。外食頻率也與食安避險行為有關，因
為外食者無法自行控管食安，所以較常外食

的人比較不會表現出食安避險行為[23]。負
責家庭食品購買和準備的人們會更加關注食

安，一篇研究發現，與那些從未買過蔬菜的

消費者相比，經常購買蔬菜的消費者對食安

和品質的關注程度更高[17]。媒體在影響消
費者避險行為中也起著重要作用，所以如果

消費者更信任媒體提供的負面訊息，可能

會讓民眾恐慌而增加採取避險行為的機率

[25]。
過去的研究顯示，母親通常是處理家

中食物的主要人員，尤其是當家中有嬰幼兒

時，更需要時時注意食安，因此本研究將針

對有六歲以下嬰幼兒之母親進行分析。圖一

是本研究的架構圖，政府信任會透過影響食

安風險感知再影響食安避險行為，也有可能

不會透過食安風險感知而直接影響食安避險

行為。食安風險感知分為三個部分：食品風

險擔憂程度、食品風險嚴重程度以及自覺障

礙，分別是依據健康信念模型中的自覺罹患

性、自覺嚴重性以及自覺障礙的概念來測

量。根據先前的理論及文獻[6-9,12,16]，本

研究提出了以下八個假設：(1)母親對政府
的信任度越高，會減少母親的食品風險擔憂

程度。(2)母親對政府的信任度越高，會減
少母親自覺的食品風險嚴重程度。(3)母親
對政府的信任度越高，會減少母親購買安全

食品的自覺障礙。(4)母親對政府的信任度
越高，會減少採取食安避險行為。(5)母親
對食品風險擔憂程度越高，會增加採取食安

避險行為。(6)母親對食品風險嚴重程度越
高，會增加採取食安避險行為。(7)母親對
購買安全食品的自覺障礙越高，會減少採取

食安避險行為。(8)社經地位為政府信任、
食安風險感知和食安避險行為關係之修飾因

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探討有六歲以下

嬰幼兒之母親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以及

食安避險行為之間的關係，並檢驗社經地位

是否為三者關係之修飾因子。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設計與樣本資料來源

本研究樣本資料來源為107年度「食品
安全相關之信任、風險感知和母親健康行為

及嬰幼兒發展之間的關係」之研究計畫，研

究樣本為在台北某一教學醫院門診看診之六

控制變項
• 母親、嬰幼兒年齡
• 教育程度
• 職業狀況
• 家戶月收入
• 宗教信仰
• 嬰幼兒過敏狀況
• 罹患因食物而引起的疾病
• 母親自覺健康
• 食安知識分數
• 外食次數
• 是否為家中主要買菜人
• 媒體信任程度

食品風險
擔憂程度

食品風險
嚴重程度

1.購買當季蔬菜
2.注意食品添加物政府信任

自覺障礙

政府信任 食安風險感知 食安避險行為

圖一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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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含六歲）嬰幼兒的母親，排除條件

為聽不懂國語、身心障礙或特殊疾病嬰幼兒

之母親。訪談是由訪員以一對一面談的方式

進行。訪員是由碩士生以及大四學生組成共

六人，訪談前皆有經過一整天的訪員訓練，

並已充分了解研究目的、研究內容及受試者

權益。每位受試者皆有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研究計畫有通過相關機構之研究倫理審查委

員之審查。收案期間為2018年8月至2020年2
月，排除問卷填寫不完整以及重複樣本後，

最終進入本研究之樣本數為439位。
本研究之問卷是參考國內外的食安、嬰

幼兒飲食問卷，以及相關的風險及行為理論

而擬定[7]，再經由專家會議修訂及實際試
訪後修編而成，在5人所組成的專家會議當
中，主要針對民眾採買行為以及食安相關知

識的題項進行修訂。而在實際試訪的部分，

共試訪了五位在此教學醫院健兒門診就診的

母親，發現原始的問卷訪問時間過長，會影

響到母親和小孩的看診流程，所以再次進行

問卷修訂並刪減題項，將訪談時間壓縮在

15-20分鐘以內。問卷內容皆與食安相關，
包含社會人口學變項、食安風險感知、食安

相關知識、信任以及食安避險行為。

二、 變項測量

(一) 政府信任
以受試者評價政府食安相關治理能力與

政策決策構成政府信任，共有四題。題目為

「請問您擔不擔心政府沒有辦法很快反應處

理食安相關危機？」、「請問您擔不擔心政

府會隱瞞食品安全的事實？」、「請問您擔

不擔心政府會因選票而改變食品安全相關的

政策？」、「請問您擔不擔心政府對於食品

安全的決策會受食品製造業者的影響？」。

使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評分，題目選項為

「非常擔心」、「擔心」、「無所謂擔不擔

心」、「不擔心」、「非常不擔心」，分別

以1－5分作為計算。分數越高，表示對政府
的信任程度越高。在分析時以四題平均值進

行檢定。Cronbach’ s α為0.79。

(二) 食安風險感知
食品風險擔憂程度：總共有兩題，

為「請問您擔不擔心食物可能被重金屬汙

染？」、「請問您擔不擔心食物中可能有

農藥殘留？」。使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評

分，選項為「非常不擔心」、「不擔心」、

「無所謂擔不擔心」、「擔心」、「非常擔

心」，分別以1－5分作為計算，分數越高代
表食品風險擔憂程度越高。在分析時以兩題

平均值進行檢定。兩題之Spearman相關係數
為0.72。

食品風險嚴重程度：總共有兩題，為

「請問您覺得食物被重金屬汙染的情形嚴不

嚴重？」、「請問您覺得食物中有農藥殘留

的情形嚴不嚴重？」。使用李克特式五點量

表評分，選項為「非常不嚴重」、「不嚴

重」、「無所謂嚴不嚴重」、「嚴重」、

「非常嚴重」，分別以1－5分作為計算，
分數越高代表自覺食品風險嚴重程度越高。

在分析時以兩題平均值進行檢定。兩題之

Spearman相關係數為0.56。
自覺障礙：總共有兩題，為「請問您覺

得容不容易買到無重金屬汙染的海鮮？」、

「請問您覺得容不容易買到無農藥殘留的蔬

菜？」。使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評分，選項

為「非常容易」、「容易」、「還好」、

「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分別以1－5
分作為計算，分數越高代表購買低風險食品

之自覺障礙越高。在分析時以兩題平均值進

行檢定。兩題之Spearman相關係數為0.45。

(三) 食安避險行為
結果變項為食安避險行為，總共有兩

題，為「請問您在選購新鮮蔬菜類，會不會

盡量選擇當季蔬菜？」、「請問您在購買食

品時，會不會注意包裝標示上的食品添加物

品項及用途？」。使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評

分，選項為「一定不會」、「大概不會」、

「不一定會」、「大概會」以及「一定會」，

分別以1－5分作為計算，分數越高代表越有機
會從事食安避險行為。兩項避險行為會分開來

進行分析，以連續變項進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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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控制變項
本研究控制的社會人口學變項為母親年

齡（30歲以下、31到35歲、36到40歲、41歲
以上）、嬰幼兒年齡（1歲以下、2到3歲、
4到5歲、6歲以上）、母親教育程度（高中
職以下、大學或專科、碩士以上）、母親

職業狀況（有或無）、家戶月收入（未滿

五萬元、五萬元到未滿十萬元、十萬元到

未滿十五萬元、十五萬元以上、不知道或拒

答）、母親宗教信仰（有或無）。健康相關

變項為嬰幼兒過敏狀況（有或無）、母親自

身或周遭的人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經驗（有或

無）、母親自覺健康（好、普通、不好）。

母親食安相關知識（詢問4題，答對2題以
下為低食安知識、答對3題為中食安知識、
答對4題為高食安知識）。生活習慣為母親
一周外食次數（2次以下、3到6次、7次以
上）、是否為家中主要買菜人（是、否）。

媒體資訊信任為母親對報紙或雜誌（低、

高）、電視或收音機的新聞節目（低、

高）、網路（低、高）的信任程度。

三、 統計分析

使用SAS 9.4進行描述性統計、雙變項
分析。在雙變項分析使用Spearman等級相關
係數以及ANOVA進行分析，顯著的控制變
項才會納入後續的多變項分析。使用Mplus 
8.4進行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以及多
群組分析。路徑分析可以考慮多變項之間

的複雜關係，並具有同時檢查變項之間相

互關係的優勢[26]。因為結果變項為連續變
項，因此使用了最大概似估計（Maximum 
Likelihood）做模型參數估計。本研究使用
四個常用指標評估測量模型的配適度，包括

卡方與自由度的比值（χ2/df）、近似均方根
誤差（RMSEA）、比較配適指數（CFI）
和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RMR）。如果χ2/ 
df小於3、CFI大於0.9、RMSEA和SRMR小
於0.08，則認為模型具有良好的配適度[27-
29]。p值小於0.05表示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使用多群組分析來估算不同社

經地位的結構模型是否不同。其方法主要是

通過逐步限制模型參數而導致模型配適度的

改變來測試不同社經地位模型的差異，也通

稱模型不變性測試（invariance tests）。模
型配適度的差異是通過卡方差值確定的，其

中卡方檢定不顯著的結果表示測試的參數在

兩組中沒有顯著差異。社經地位的分組會通

過以下三個指標分別測量，每個指標皆依中

位數分成高和低兩組：(1)教育程度：大學
或專科（含）以下為低教育程度，碩士以上

（含）為高教育程度。(2)家戶月收入：未
滿十萬元為低收入，十萬元（含）以上為高

收入。(3)工作狀況：分為無工作、有工作
（含兼職）。關於不變性測試，主要分為三

個步驟，逐步限制了兩種模型的參數。在模

型1中，沒有設置任何組間限制。在模型2
中，限制了兩組社經地位共變異數相等。在

模型3中，進一步加上限制兩組社經地位結
構路徑係數相等。通過和前一步驟模型比較

卡方值差異，可以測試共變異數或路徑係數

是否在兩組社經地位中有顯著差異。

結　　果

一、 描述性分析

表一為樣本描述性分析。在政府信任的

部分，母親填答的平均分數是1.86分（滿分
為5分），可見母親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並不
高。食安風險感知的部分，擔憂程度平均分

數為4.13分為最高，其次為嚴重程度為3.91
分，自覺障礙為3.52分。在食安避險行為的
部分，購買當季蔬菜與注意食品添加物都是

4.08分。
控制變項的部分，年齡的分布上，

38.58%的母親年齡為36-40歲，有50.34%的
嬰幼兒年齡為1歲以下。母親的教育程度普
遍為大學或專科，占69.57%，且有60.87%
的母親工作狀況為有工作，37.59%的家戶月
收入位於五萬元至未滿十萬元。有約一半的

母親有宗教信仰，占50.11%。在健康相關變
項的部分，有38.16%的嬰幼兒有過敏狀況，
21.23%的母親自身或周遭的人有罹患過食源
性疾病，79.45%的母親自覺健康為普通。有
48.74%的母親為中等食安知識。在生活習慣
的部分，有44.29%的母親一周內外食次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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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樣本描述性分析

變項 樣本數（百分比） 變項 樣本數（百分比）
自變項  宗教信仰
 政府信任  1.86 （0.51）a   無  218 （49.89）
 食安風險感知   有  219 （50.11）
  擔憂程度  4.13 （0.61）a  嬰幼兒過敏狀況
  嚴重程度  3.91 （0.60）a   無  269 （61.84）
  自覺障礙  3.52 （0.76）a   有  166 （38.16）
結果變項  食源性疾病經驗
 食安避險行為   無  345 （78.77）
  購買當季蔬菜  4.08 （0.89）a   有  93 （21.23）
  注意食品添加物  4.08 （1.02）a  自覺健康
控制變項   不好  30 （6.85）
 母親年齡   普通  348 （79.45）
		  30歲以下  64 （14.61）   好  60 （13.70）
		  31到35歲  157 （35.84）  食安知識
		  36到40歲  169 （38.58）   低（2分以下）  106 （24.26）
		  41歲以上  48 （10.96）   中（3分）  213 （48.74）
 小孩年齡   高（4分）  118 （27.00）
		  1歲以下  219 （50.34）  一週外食次數
		  2到3歲  107 （24.60） 		  2次以下  91 （20.78）
		  4到5歲  77 （17.70） 		  3到6次  153 （34.93）
		  6歲以上  32 （7.36） 		  7次或以上  194 （44.29）
 教育程度  是否為家中主要買菜人
  高中職以下  36 （8.24）   否  236 （53.88）
  大學或專科  304 （69.57）   是  202 （46.12）
  碩士及以上  97 （22.20）  媒體資訊信任程度
 職業狀況   報紙或雜誌
  無工作  171 （39.13）    不信任  252 （57.53）
  有工作  266 （60.87）    信任  186 （42.47）
 家戶月收入   電視或收音機的新聞節目
  未滿5萬元  47 （10.71）    不信任  253 （57.76）
		  5萬元到未滿10萬元  165 （37.59）    信任  185 （42.24）
		  10萬元到未滿15萬元  110 （25.06）   網路
		  15萬元以上  83 （18.91）    不信任  310 （70.62）
  不知道或拒答  34 （7.74）    信任  129 （29.38）
a平均值（標準差）。

到7次或以上，有46.12%的母親為家中主要
買菜人。而媒體資訊信任程度的部分，分別

有42.47%、42.24%、29.38%的母親信任報紙
或雜誌、電視或收音機的新聞節目、網路。

二、 雙變項分析

表二為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與食

安避險行為之雙變項分析。在政府信任的

部分，越信任政府的母親，其食品風險擔

憂程度（r = -0.372，p < .0001）、食品風險
嚴重程度（r = -0.263，p < .0001）越低，
以及越不常購買當機蔬菜（r = -0.173，p = 
0.0003）、注意食品添加物（r = -0.181，p 
= 0.0002）。在食安風險感知的部分，母親
的擔憂程度越高，比較會購買當季蔬菜（r 
0.177，p = 0.0002）以及注意食品添加物（r 
= 0.238，p < .0001）；而自覺障礙則有相
反的結果，自覺障礙越高，比較不會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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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季蔬菜（r = -0.106，p = 0.0278）以及注
意食品添加物（r = -0.110，p = 0.0220）。
另外，在控制變項和結果變項的ANOVA分
析中，小孩年齡為1歲以下的媽媽比較不
會購買當季蔬菜（p = 0.0253），教育程度
為高中職以下的母親，比較不會購買當季

蔬菜（p = 0.0339），而較信任報紙（p = 
0.222）、網路（p = 0.0333）的母親，比較
會注意食品添加物。

三、 多變項分析

(一) 測試結構模型
由於先前研究發現自覺罹患性、自覺

嚴重性和自覺障礙存在關連[30]，因此將兩
個避險行為模型的食品風險擔憂程度、食品

風險嚴重程度與自覺障礙設為共變項。最終

的結構模型獲得了良好的配適度（購買當

季蔬菜：χ2 = 10.601，df = 15，p = 0.7803；
RMSEA = 0.000；CFI = 1.000；SRMR＝
0.023。注意食品添加物：χ2 = 10.605，df 
= 6，p = 0.1014；RMSEA = 0.042；CFI = 
0.972；SRMR = 0.036）。

(二)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對購買當季蔬
菜之影響

圖二為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與購

買當季蔬菜之路徑分析模型。分析的結果，

其變項的係數和標準誤差呈現在表三。模型

之控制變項為在雙變項分析顯著之變項，包

括小孩年齡、教育程度。研究結果顯示，

政府信任分別與食品風險擔憂程度（β = 
-0.387，p < .001）、食品風險嚴重程度（β 
= -0.269，p < .001）以及購買當季蔬菜（β = 

-0.109，p = 0.033）有顯著負相關，支持假
設1、假設2與假設4；而政府信任不會對自
覺障礙產生直接影響，不支持假設3。食品
風險擔憂程度與購買當季蔬菜有顯著正相關

（β = 0.134，p = 0.018），支持假設5；而
食品風險嚴重程度與自覺障礙不會對是否購

買當季蔬菜產生顯著影響，不支持假設6與
假設7。

表四上半部為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

與購買當季蔬菜之直接、間接影響係數。政

府信任與購買當季蔬菜有直接負相關（β = 
-0.109，p = 0.033），且會透過擔憂程度與
購買當季蔬菜呈間接負相關（β = -0.052，p 
= 0.034）。

(三)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對注意食品添
加物之影響

圖三為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與注

意食品添加物之路徑分析模型。分析的結

果，其變項的係數和標準誤差呈現在表三。

模型之控制變項為在雙變項分析中顯著之變

項，包括報紙信任度、網路信任度。分析結

果顯示，政府信任分別與食品風險擔憂程

度（β = -0.389，p < .001）、食品風險嚴重
程度（β = -0.269，p < .001）以及注意食品
添加物（β＝-0.111，p = 0.023）有顯著負相
關，支持假設1、假設2與假設4；而政府信
任不會對自覺障礙產生直接影響，不支持假

設3。食品風險擔憂程度與注意食品添加物
有顯著正相關（β = 0.148，p = 0.014），而
自覺障礙與注意食品添加物有顯著負相關

（β = -0.193，p = 0.026），支持假設5與假
設7；而食品風險嚴重程度不會對是否購買

表二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與食安避險行為之斯皮爾曼相關係數分析

政府信任 擔憂程度 嚴重程度 自覺障礙 購買當季蔬菜 注意食品添加物

政府信任 1
擔憂程度 -0.372*** 1
嚴重程度 -0.263*** 0.306*** 1
自覺障礙 -0.032 -0.059 0.203*** 1
購買當季蔬菜 -0.173*** 0.177*** 0.058 -0.106* 1
注意食品添加物 -0.181*** 0.238*** 0.066 -0.110* 0.352*** 1
數值為斯皮爾曼（Spearman）相關係數。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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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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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程度

食品風險
嚴重程度

注意食品
添加物

政府信任

自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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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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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 
對購買當季蔬菜之影響

註：  配適度：χ2 = 10.601，df = 15，p = 0.7803；
RMSEA = 0.000；CFI = 1.000；SRMR = 0.023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圖三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 
對注意食品添加物的影響

註：  配適度：χ2 = 10.605，df = 6，p = 0.1014；
RMSEA = 0.042；CFI = 0.972；SRMR = 0.036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表三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與食安避險行為之路徑分析係數

風險感知
購買當季蔬菜

擔憂程度 嚴重程度 自覺障礙

政府信任 -0.387（0.047）*** -0.269（0.049）*** -0.005（0.050）  -0.109 （0.051）*

風險感知

擔憂程度 - - -  0.134 （0.057）*

嚴重程度 - - -  0.007 （0.055）
自覺障礙 - - -  -0.064 （0.046）

風險感知
注意食品添加物

擔憂程度 嚴重程度 自覺障礙

政府信任 -0.389（0.048）*** -0.269（0.049）*** -0.005（0.051）  -0.111 （0.048）*

風險感知

擔憂程度 - - -  0.148 （0.051）*

嚴重程度 - - -  0.002 （0.103）
自覺障礙 - - -  -0.093 （0.041）*

數值為標準化係數（標準誤差）。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當季蔬菜產生顯著影響，不支持假設6。
表四為下半部為政府信任、食安風險

感知與注意食品添加物之直接、間接影響係

數。與購買當季蔬菜相同，政府信任與注

意食品添加物有直接負相關（β = -0.111，
p = 0.021），且會透過擔憂程度與注意食
品添加物呈間接負相關（β = -0.057，p = 
0.025）。

四、 社經地位之多群組分析

為了檢驗社經地位是否為政府信任、

食安風險感知與食安避險行為關係的修飾因

子，使用教育程度、家戶月收入以及職業狀

況三個變項分別對兩個食安避險行為模型進

行路徑分析之多群組分析。因為家戶月收

入和職業狀況兩個指標在模型不變性測試

當中，其逐步模型卡方差檢定皆未達顯著差

異，表示家戶月收入和職業狀況其分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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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差異，也就是說家戶月收入和職業狀況

不是修飾因子，故此章節以教育程度進行多

群組分析，來檢測在低、高教育程度兩群

人，其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和食安避險

行為之間的關係有何不同。

在購買當季蔬菜的教育程度分層模型

中，模型3與模型4之卡方差異值顯著（δχ2 
= 27.76，δdf = 10，p = 0.0020），表示低、
高教育程度模型的結構路徑不相同，支持假

設8。表五呈現購買當季蔬菜之分層係數和
標準誤差，圖四和圖五則分別呈現低教育程

度和高教育程度之路徑分析模型。如圖四

所示，在低教育程度中，政府信任和食品風

險擔憂程度（β = -0.413，p < .001）、食品
風險嚴重程度（β = -0.314，p < .001）以及
購買當季蔬菜（β = -0.169，p = 0.005）呈
顯著負相關。而在圖五高教育程度中，政

府信任和食品風險擔憂程度（β = -0.288，
p = 0.003）呈顯著負相關，食品風險擔憂
程度與是否購買當季蔬菜（β = -0.224，p = 
0.049）呈顯著負相關。將低、高教育程度
兩個模型比較後，發現政府信任對食品風險

擔憂程度、食品風險嚴重程度以及購買當季

蔬菜之影響力，在低教育程度中比高教育程

度還要強。相反地，擔憂程度對是否購買當

季蔬菜之影響力，在低教育程度中比高教育

程度來得弱。注意食品添加物之分層模型在

不變性測試中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不

支持假設8。

表六為以教育程度分層之政府信任、食

安風險感知和購買當季蔬菜之直接、間接影

響係數。低教育程度與購買當季蔬菜有直接

負相關（β = -0.169，p = 0.005），但不會透
過食安風險感知影響購買當季蔬菜。高教育

程度則在直接、間接影響中皆無顯著相關。

討　　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瞭解母親政府信任、

食安風險感知以及食安避險行為之間的關

係，並檢驗社經地位是否為三者關係之修飾

因子。結果發現，政府信任對食品風險擔憂

程度、食品風險嚴重程度以及食安避險行為

有顯著負相關，而食品風險擔憂程度對兩種

避險行為則是有正相關，另外，自覺障礙只

對注意食品添加物有負相關。在多群組分析

當中，教育程度為購買當季蔬菜模型的修飾

因子。在低教育程度的人中，政府信任對食

品風險擔憂程度、食品風險嚴重程度以及購

買當季蔬菜之影響力比高教育程度還要強。

相反地，在低教育程度的人中，擔憂程度對

購買當季蔬菜之影響力比高教育程度來得

弱。

政府信任在兩個模型中都與食安避險行

為有顯著直接關係，而政府信任也會透過食

安風險感知中的食品風險擔憂程度影響避險

行為，這反映了食安風險感知是政府信任和

食安避險行為的部分中介因子。在購買當季

蔬菜以及注意食品添加物模型中，政府信任

表四　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與食安避險行為之直接、間接影響係數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總影響

購買當季蔬菜 政府信任  -0.109 （0.051）*  -0.054 （0.026）*  -0.163 （0.051）**

擔憂程度  -0.052 （0.024）*

嚴重程度  -0.002 （0.015）
自覺障礙  0.000 （0.004）

注意食品添加物 政府信任  -0.111 （0.048）*  -0.058 （0.028）*  -0.169 （0.046）***

擔憂程度  -0.057 （0.026）*

嚴重程度  0.000 （0.014）
自覺障礙  0.000 （0.005）

數值為標準化係數（標準誤差）。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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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以教育程度分層之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和購買當季蔬菜之路徑分析係數

風險感知
購買當季蔬菜

擔憂程度 嚴重程度 自覺障礙

低教育程度

政府信任  -0.413 （0.053）***  -0.314 （0.055）***  0.044 （0.054）  -0.169 （0.060）**

風險感知

擔憂程度 - - -  0.092 （0.061）
嚴重程度 - - -  0.004 （0.064）
自覺障礙 - - -  -0.022 （0.050）

高教育程度

政府信任  -0.288 （0.097）**  -0.091 （0.106）  -0.129 （0.102）  -0.026 （0.092）
風險感知

擔憂程度 - - -  0.224 （0.114）*

嚴重程度 - - -  0.039 （0.091）
自覺障礙 - - -  -0.168 （0.105）
數值為標準化係數（標準誤差）。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食品風險
擔憂程度

食品風險
嚴重程度

購買當季 
蔬菜

政府信任

自覺障礙

-0.169**

0.004

0.044

-0.413***

-0.314***

-0.088
-0.022

0.177**

0.162**

0.092

食品風險
擔憂程度

食品風險
嚴重程度

購買當季 
蔬菜

政府信任

自覺障礙

-0.026

0.039

-0.129

-0.288**

-0.091

-0.210*

-0.168

0.176

0.194

0.224*

圖五　高教育程度受訪者之政府信任、食安

風險感知對購買當季蔬菜的影響

註： 配適度：χ2 = 14.730，df = 18，p = 0.6804；
RMSEA = 0.000；CFI = 1.000；SRMR = 0.033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圖四　低教育程度受訪者之政府信任、食安

風險感知對購買當季蔬菜的影響

註： 配適度：χ2 = 14.730，df = 18，p = 0.6804；
RMSEA = 0.000；CFI = 1.000；SRMR = 0.033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表六　以教育程度分層之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和購買當季蔬菜之直接、間接影響係數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總影響

低教育程度 政府信任  -0.169 （0.060）**  -0.040 （0.030）  -0.209 （0.056）***

擔憂程度  -0.038 （0.027）
嚴重程度  -0.001 （0.021）
自覺障礙  0.001 （0.004）

高教育程度 政府信任  -0.026 （0.092）  -0.047 （0.050）  -0.072 （0.093）
擔憂程度  -0.065 （0.042）  -0.065 （0.042）
嚴重程度  0.004 （0.014）  0.004 （0.014）
自覺障礙  0.022 （0.023）  0.022 （0.023）

數值為標準化係數（標準誤差）。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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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與食品風險擔憂程度以及食品風險嚴重程

度有顯著負相關，這符合研究假設；但政府

信任卻與自覺障礙無顯著相關。會造成這

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擔憂程度以及嚴重

程度比較可以直接反映對政府信任的感受

和情緒。過去研究多顯示，對機構的信任

會影響一個人的情緒和風險感知，像是一

篇關於多個國家對COVID-19風險感知的研
究發現，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可以降低對病

毒的風險感知[31]。另一篇關於路易斯安那
州漏油事件的研究發現，對政府機構的不

信任加劇了居民對健康相關風險和當地海

鮮消費的負面看法[32]。相反的，影響自覺
障礙的原因可能來自於更實務的考量，例

如：從何處可以購買無風險食品、如何分

辨無風險食品的訊息，而非來自於對主管

機關的信任[6]。
本研究將食安風險感知分為擔憂程度、

嚴重程度以及自覺障礙分別測量，可以發現

不同食安風險感知對不同食安避險行為的影

響皆不相同。本研究發現，食品風險擔憂程

度對兩種食安避險行為皆產生了顯著正向影

響，但是食安風險嚴重程度則無顯著相關。

在人們考慮是否從事避險行為時，通常是感

到自身會受到風險的侵害才會去改變其行

為，所以自覺罹患性對避險行為的預測能力

可能比自覺嚴重性更強，很多健康行為相關

的文獻都有類似發現，例如：HIV檢測、流
感預防行為[33,34]。

在本研究中，自覺障礙僅對注意食品添

加物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而對購買當季蔬菜

沒有影響。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

台灣過半數的民眾無法清楚知道某項食品添

加物之用途[35]，因此本研究的母親可能認
為自己對食品添加物的理解不夠透徹，所以

在購買安全食品遇到了障礙就會更少去注意

食品添加物的品項及用途。未來研究應考慮

更多種類的食安避險行為，才可以了解自覺

障礙與其他類型之食安避險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社經地位中的教育程度為政

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以及購買當季蔬菜關

係之修飾因子。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在面對食

安風險事件時，資訊來源可能沒有教育程度

較高的人那麼完整，會比較依賴政府的處理

態度[16]，如果他們不信任政府，風險感知
就會大大提升；但過去的研究發現，低社經

地位的人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較低[36]，從
事避險行為的障礙也較大，因為安全的食物

往往價錢更昂貴，或是要在較特殊的場所購

買，所以不管是在金錢上還是知識上都對他

們是一種阻礙。例如，有研究發現，與高社

經地位的受訪者相比，來自低社經地位的受

訪者有更多的食品知識障礙以及食品品質障

礙[37]。所以低社經地位的人並不會因為食
品風險擔憂程度的高低而採取避險行為。

過去的研究發現，社會人口學變項不僅

會影響政府信任、食安風險感知，也是影響

食安避險行為的重要因素，其中又以年齡、

收入以及教育程度最為顯著[17,38]。在本研
究當中，小孩年齡為1歲以下、教育程度為
大學以上的母親比較會從事避險行為。過去

的研究顯示，嬰幼兒罹患食源性疾病的風險

很大[39]，如果受到化學物質、重金屬等等
多種汙染物的影響，會阻礙他們的神經發

育、認知發展[40]，因此小孩年齡越小，母親
食安相關的行為造成的影響會越大。另外，

教育程度高的人較有可能獲得相關的知識和

訊息[15]，也比較能分辨食品風險的高低，因
此會表現出較多的食安避險行為[24]。

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無法確定政府信

任、食安風險感知與食安避險行為之因果關

係。樣本中的母親大多為高教育程度，因此

研究結果無法外推至國、高中畢業之族群。

訪談由少數訪員進行面談，因此會有訪員偏

差，為了盡量降低此偏差，訪員於收案前皆

有經過完整訓練。研究調查工具因考慮到面

訪時間限制，每個變項的題數有限，無法涵

蓋每個食安議題。除此之外，母親在回答食

安避險行為時，可能會傾向回答有採取食安

避險行為，因此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到社會期

待偏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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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母親食安相關的政府信任、

食安風險感知與食安避險行為的關係。研究

結果發現，當面對食安風險時，政府信任確

實能透過影響食安風險感知再影響母親的食

安避險行為，也就是食安風險感知中的食品

風險擔憂程度是政府信任與食安避險行為重

要的中介變項，而教育程度為三者之間關係

之修飾因子。由於現今眾多的食安事件訊

息會對政府信任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需

要做好風險溝通來提高民眾的信任，進而讓

民眾覺得不必擔心買到有健康風險的食物。

另外，購買低風險食品的自覺障礙也會減少

母親採取避險行為，所以需要降低母親的自

覺障礙，這可以透過更好地執行食安法規和

透明地提供食安訊息來實現。教育程度較低

的母親其政府信任對食安風險感知的影響較

大，因此未來的食安政策也需要特別關注不

同社經地位民眾反應的差異。最後，本研究

僅針對兩種食安避險行為進行探討，建議未

來相關研究可以加入更多性質的食安避險行

為來了解政府信任和食安避險行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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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analysi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voidance behavior regarding food safety among mothers at a 

teaching hospital in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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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ust in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voidance behaviors among mothers with children younger than 6 years 
of age and determined whet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erates those relationships. Methods: 
The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a teaching hospital in Taipei,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439 mothers. Path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voidance behaviors regarding food 
safety. Risk avoidance behaviors included buying seasonal vegetabl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food additives. A multigroup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whet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w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path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mother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reduced their worry about food safety risks, perceived severity of food safety 
risk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adopting risk avoidance behaviors. The perception of barriers by the 
mothers also reduced their probability of adopting risk avoidance behaviors. The results of this 
multigroup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an individual’s education level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ust in government,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voidance behavior.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other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ffected their perception of risk and risk 
avoidance behaviors. In the futu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must enhance risk governance to 
increase people’s trust, strengthen its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bout food safety risks, and design 
tailored programs for individuals of various socioeconomic statuses.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22;41(1):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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